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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th Korea maintained optimistic economic momentum while Taiwan bore stagnation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analysis applies concepts of self-assertiveness demands and cognitive membrane to 
revealing the bifurcation of the two developmental states (regions) which had similar paths in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ndicates that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relies on the balanced and dynamic evo-
lution processes coordinated by government under cognitive membr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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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国与台湾是典型的发展型国家(地区)，二者具有相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背景，但在实

现了高速增长阶段后最终分化，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在 21 世纪初期前者持续增长而后者停滞

不前。本文在自我肯定需求理论的框架内，应用“认知膜”和“自我肯定需求”解释韩台经济发展背

后的根本原因，指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途径在于政府是否能够在认知膜的框架下满足国民自我肯

定需求、驾驭国家(地区)经济，实现经济生态系统的平衡与进化发展。 

 

关键词：韩国；台湾；发展；自我肯定需求；认知膜 

1. 引言 

20 世纪中后期，东亚发展型国家(地区)的崛起，

使处于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二者效率争论的众多学

者开始关注“发展型国家”这一概念集体。发展型国

家理论最早由 Chalmers Johnson 提出，该理论及其继

承者认为发展型国家具有共同的特征：持续的发展意 

愿、凝聚力极强的自主经济机构群、良好的官僚与企

业合作关系、合适的产业选择策略[1]；并认为二战后

诸如韩国、台湾等建立在政府弹性主导下的东亚国家

的发展模式，能够将自由资本纳入国家统筹，既实现

了资本的繁荣，又由国家控制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宏观

趋势，最终实现国家经济崛起，这可能是有别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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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型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之外的第三条可持续增

长道路。 

针对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新古典学派坚持认

为，东亚发展型国家成功的根本原因仍然是自由市场

的胜利，其中政府表现出的作用仅仅是把握了宏观层

面的导向，仍然通过自由市场的高效性实现了储蓄、

投资、技术资本的快速积累[2]。这种看法显然不能揭

示韩国、台湾等在政府管塑造的国民意识主导下几十

年经济增长的核心规律，东亚经济的增长模式与西方

自由市场具有显著的不同。 

制度经济学派中的怀特和韦德则通过政府确立

的制度的优越性总结发展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这

里存在悖论，如果制度能够重塑和稳定经济增长，那

么如何解释在制度体系结构没有重大变化下，短短数

年内发展型国家(地区)中的韩国和台湾等等国家经济

增长的迅速反向？ 

林毅夫于 2003 年综合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对韩

国和台湾选择的经济发展路径进行对比，认为台湾在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综合框架下，通过遵循比较优

势和竞争优势规律，比韩国具有相对更好的发展效

果。而结果是，自 2003 年至今，韩国经济持续高速

发展，而台湾经济一蹶不振。 

发展型国家理论的贡献，是从中观层面描述性解

释了由国家意识和政府政策强势主导的经济体为什

么能够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正确导向，

但是没有从经济发展的动力上解释发展型国家高速

增长，也不能完整地解释台湾与韩国经济增长后期出

现的陡然反向。虽然政府的有效干预被提及，但没有

提供一个政府有效干预的衡量框架与演化机制。 

这些发展型国家(地区)，在 21 世纪到来前后，发

展方式与趋势迅速分化，最典型的如韩国经济的继续

快速增长和台湾经济的停滞不前，又使我们不得不重

新审视“发展型国家模式”。发展型国家模式揭示的

共同特征到底是不是这些国家得以发展的根本原

因？发展型国家中为何有些国家经济可以持续繁荣，

而有些国家却在短短 20 余年的辉煌之后经济出现颓

势？如果相似的背景和模式导致发展型国家的共同

繁荣，又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集体经济发展态势迅速

反向？我们不仅要解释这一现象的形成因素，更需要

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

本内在动力，批判性地审视长期以来“政府–市场”

严格二分法的发展模式界定方法，重新理解政府在经

济活动的动态角色。 

现今经济学界对于经济活动的自由市场和政府

干预的二分法是具有局限性的，没有考虑到经济生态

系统中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凯恩斯主义式的危机时进

行政府干预刺激，平稳时实行自由市场，不能消灭危

机。新自由主义的政府适度放任和服务、市场整体自

由，也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框架来将二者统一起来。

我们认为，自由市场可能只是经济活动中需求得以实

现的一种市场意识形态。经济学在今天急需一种新的

需求理论，来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基础真正联

系和统一起来，来阐释社会财富增长的内在机制和原

动力。自我肯定需求理论中的认知膜概念能够帮助解

释发展型国家经济实现奇迹的真正原因，从动力和进

化的角度重新定义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职能的动态性。 

2. 韩台早期经济与认知膜 

在针对财富分配与涌现机制的经济规律研究中，

“自我肯定需求”被提出：只要有可能，人对自己的

评价一般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的环

节他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3]。自我肯定需

求理论进一步提出“认知膜”的概念：“在面对明显

要高于自己水平的一个参照系的情况下对自身或自

身所处环境进行评价时，为防止过大的落差击垮自身

的心理防线，人总是更倾向于肯定自我，用较高的自

我评价从主观上进行自我保护”，认知膜是具有强烈

自我肯定认知倾向的自信心、自豪感及价值观的综合

体[4]。在自我肯定需求的假设中，人的需求从属于人

的认知范畴，这个范畴又将人与环境在交换和评价的

框架中建立起一种动态效应。这样的认知特征，是人

区别于一般动物的认知进化优势，使人在改造世界尤

其是经济社会中具有更高的主观能动性[5]。自我肯定

需求和认知膜概念是解释韩国与台湾经济发展的重

要工具。早期台湾与韩国具有相似的经济基础和原始

积累过程，在经济发展中政府也曾采取类似的调控政

策，但为什么在相似的条件下二者做出了不同的产业

选择、演化出不同的政商关系，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形

势，这需要在自我肯定需求和认知膜的动态框架下针

对其经济发展史进行分析。 

Open Access 54 



21 世纪初期韩台经济发展分化原因分析 

认知膜是驱动经济的重要结构，政府能否合理利

用甚至自行强化、构筑认知膜来驾驭一个社会的经济

活动，是经济能否实现增长的关键。 

韩国与台湾经济的发展史，始终无法脱离外部压

力和国民自我认知的作用。外部压力除了冷战时期苏

美阵营中的朝鲜和中国大陆，还包括美国和日本以及

全球化环境。自我认知正是在和外部环境的交互中建

立起的动态反馈。 

韩国和台湾早期发展的经济基础都是在冷战前

后奠定的。由冷战时期苏美阵营对立局面及后冷战时

期继续形成的外部国际环境在早期对韩国和台湾具

有类似的威慑压力。对于韩国而言，冷战早期，不仅

GDP 落后于朝鲜，军事力量带来的压力更大大刺激了

韩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对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军事

对立使得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极力巩固和发展岛内经

济，集中精力建设以军事设施等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

制。50 年代初期，二者均处于较贫困时期，韩国李承

晚政府和台湾蒋介石政府同时实行了“进口替代”的

对外经济发展模式。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劳动

密集型产业，对资本、技术等要求并不高，只要投入

学习和使用大量劳动力，便可实现快速原始积累。这

一时期，韩国和台湾政府均实行减免税赋和提供低利

率贷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政府整合资源，利用

岛内居民在面对朝鲜和中国大陆的军事压力下的恐

惧与自强心理，强化国民意识，迅速建立民间工厂进

行超高强度生产，在外部军事压力下利用国民凝聚力

来推动贫瘠的韩国和台湾开始本土经济体制基础的

制造业原始积累。这个积累过程，完全是在韩国与政

府的主导下完成的。早期国民经济的贫瘠反映在每一

个经济个体的身上，而每一个经济个体为了应对强大

的外部压力，其自我需求是趋同一致的，这个时期民

众的自我肯定需求的满足是以自身对国家做出贡献

后得到整个国家稳定安全为途径的。 

60 年代，朴正熙政权发动政变上台，提出“出口

第一”的口号，开始“出口导向”。韩国于 1962 年制

定《出口振兴法》，台湾于 1960 年颁布《奖励投资条

例》，实行汇率贬值，将多元复式汇率变为单一汇率，

并通过提供出口换取贷款优惠，增加出口企业的国际

竞争力[6]。 

这一时期的韩国和台湾政权具有类似的处境和

选择，朴正熙通过政变形式上台，蒋介石从大陆南迁

到台湾，在当地都没有建立起群众基础，其权威事实

上受到民众质疑，面对朝鲜和大陆的对峙局面，都迫

切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来满足国民要求、巩固执政地

位。不同的是，韩国朴正熙政府具有更复杂的历史背

景和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挑战。朴正熙的军事化政府

具有日本殖民时期训练和管理色彩，对于日本统治时

期大力发展重工业有过充足的认识，对日本入侵一直

抱有戒备，并对曾经殖民的强国日本时刻不忘超越之

心，加上朝鲜军事的巨大压力，这使得韩国的外部危

机感要大大强于台湾，并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该环

境下导致整个韩国国民强烈的自我肯定需求始终没

有消退，使其对下一阶段重工业的发展和 21 世纪超

越日本技术工业抱有更大的决心。 

整个 20 世纪中后期，日本对韩国和台湾经济的

影响是直接而又深远的。两国都经历过日本的统治，

无论从文化还是经济体制设计上早期都具有浓重的

日本色彩[7]。所不同的是，日本统治朝鲜半岛的方式

更多是以日本高层控制、底层训练朝鲜国民管理的模

式，而台湾则是直接由日本人管理。当日本统治者撤

离时，留在韩国的有精通日本式管理模式的韩国群

体，这部分群体在日后模仿日本管理模式、与日本产

品、经济竞争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积极角色，而台湾

人更多的是对于日本产品的模仿与崇拜以及经济体

制层面的局部学习。 

1972 年起，台湾开始实行二次进口替代，重点发

展钢铁、造船石油化工等重工业。1973 年，韩国当局

发表“重化工业宣言”，成立“重化工业推进委员会”，

制定振兴化工业出口规划，增强对钢铁、汽车、造船

等重化工业的大量投入[8]。事实上，在重工业的发展

道路上，台湾和韩国都受到过打击，产业链因不能满

足重工业规划而出现过中间产品短缺，但最终韩国继

续坚持了这样的产业选择而台湾选择相应削减计划，

这样的产业选择策略，正是自我肯定需求的作用，韩

国民众在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与台湾相比，

具有更强的独立自强的倾向，并在遇到经济困境中具

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希望通过努力建立起更加强盛的

经济摆脱落后局面。尼克松主义背景下，驻韩美军地

面部队宣布分阶段撤出，韩国国内的安全环境迫切需

要进行自主工业强化以应对朝鲜，并为改变劳动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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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经济结构以增强技术经济实力，对峙朝鲜、超越日

本。因此，韩国必须实现出口产业升级。而台湾在蒋

介石政权稳固后，单一的外部对立环境已产生缓和，

和大陆的军事对立关系虽未消除，但趋向平稳，经济

发展尤其是重工业发展的动力明显弱于韩国，依赖于

美国政府和相对“沦陷区”中国大陆的优越感也将早

期凝聚的国民认知膜进一步瓦解。这也是后期韩国依

托财阀举国进行信息化革命，加强新兴工业产品研发

和创新，但台湾仍停留在代工和产业链局部研发生产

阶段的重要原因。 

到八九十年代，韩国与台湾依靠早期积累的工业

基础，利用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

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

术，经济发展程度达到高峰，创造了“亚洲四小龙”

的奇迹[9]。但依赖于出口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经济的

增长在面临 21 世纪全球化的冲击下，二者持续增长

的可能性开始出现巨大差别。韩国的再次振兴和台湾

的相对衰落从韩国财阀与台湾中小企业的全球化竞

争中开始分化。 

3. 认知膜向不同方向的演化 

目前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财团的集中程度都

达不到韩国的程度。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韩国财

团依靠资本、人力、技术等优势和超前的市场判断及

研发计划，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兴引擎。无论是

2012 年现代汽车销量超过日本丰田在北美取得第一

的地位，还是三星电子超越苹果并直接控制世界移动

终端的半导体产业影响力，都得益于韩国政府扶持的

财团主导经济制度。而事实上，韩国财团是凝聚整个

大韩民族自我肯定需求的历史平台。从朴正熙时代，

韩国人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恐惧和对日本技术的由

衷敬仰，便使得韩国人在朝鲜军事威胁情况下认识到

必须团结到一起，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韩国人对

本国“成功”的定位在于有能力适度利用美国援助后

实行自主、摆脱对抗朝鲜、有能力超越日本，这样一

种危机感和自我肯定需求在近一个世纪里没有消失。

而政府主导的财阀体制是历史各个时期大韩民族构

筑认知膜的现实途径。财阀集团在 50 年代承载了韩

国独立后的民族希望，在废墟中接受美国援助、组织

国民进行生产，在 60 年代使用外汇购买日本技术进

行学习模仿，7、80 年代承担钢铁、汽车、轮船制造

业重工业化，90 年代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自主开发生产

内需供应品，政府主导下的财阀集团已经完全变为实

现大韩民族自我肯定需求的现实基础。韩国财阀集团

最终没有演变成与中央政府对立的分利集团、政府权

威没有因寻租行为而腐败瓦解，其重要原因便在于韩

国政府在国民意识构筑的坚实的认知膜内，建立自立

强国经济发展长远规划，通过政府监督审计提高企业

透明度来掌控企业命脉，引入社会团体入股成为小股

东监督，同时又辅以资金支持、风险分担、市场控制，

而财阀则在此正向激励下以长远发展和民族振兴为

责任提供就业机会、赚取外汇、促进经济增长。以发

展为目标、以财阀体制构成的国民经济命脉，只有在

坚实的认知膜意识作用下，才得以维系。 

韩国家族式财阀高速发展、不断加强，即使在在

新兴社会阶层崛起的公民社会也没有瓦解。从 20 世

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朝鲜开始削减武器制造量，中美

关系改善，一国两制构想进一步缓和台湾局势，韩国

和台湾面临的压力结构开始发生剧烈变化，外部出现

的缓和环境确使韩国和台湾国民在前 30 年相似的外

部环境刺激下形成的认知膜有了质的变化。1980 年，

韩国和台湾经济高度发展，中产阶级人口已达总人口

的约 50%[10]，迅速崛起的台湾中产阶级成为后期反对

党产生的重要力量，塑造了公民社会的基础。台湾新

兴势力的崛起削弱了早期强势政权的力量。接下来，

缓和的外部对立环境使得台湾政权凝聚内部经济和

政治力量一致对外的动机削弱，随之而来的是中产阶

级崛起后与官僚和商业集团的寻租行为滋生，中小企

业利润空间上升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越来越少。

台湾经济空前发展后，国民党和民进党执政下的对大

陆的所谓“民主的天堂”自我优越感开始在台湾蔓延，

使得进一步发展经济的自我肯定需求淡化，而这种优

越感背后教条式发展的“民粹”式民主使得台湾政府

不再能够凝聚民众力量，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丧失。

和台湾不同的是，韩国在与朝鲜的对立中、在日本科

技的对比下，不断寻找动态中的自我肯定需求定位，

财团的模式已经不是单纯的资本积累方式，而是全民

自我肯定需求实现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韩国政府凝

聚国民意识实现重工业与朝鲜的抗衡、轻工业向日本

的赶超，并为了消除后起劳动密集型工业国家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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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进行技术升级和资本运作。全球化背景下，金融

危机的爆发使韩国意识到由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输

入的威胁必须通过调整出口、扩大内需、自主创新的

方式进行化解[11]。韩国民众意识到美国带来的不仅仅

是资金和技术，还有资本控制的重大威胁。韩国政府

在金融危机后依靠政策和财阀的力量扩大内需、相对

廉价供应大量内需品，并能够以财团雄厚力量打开如

中国的新兴国际市场的大门，实现 21 世纪技术经济

时代全面的崛起。而韩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为财团内部

注入了新的民主氛围和监督机制，形成了良性循环，

财阀体制作为实现全民自我肯定需求的平台，在政府

的外向竞争式政策导向下并没有分崩离析，反而成为

韩国在实现了区域竞争力后向国际市场扩张的有力

工具。 

直到今天，韩国和台湾均推进以信息技术产业为

核心的高科技产业。韩国政府利用财阀投入大规模的

研发预算实现技术创新，而台湾通过中小企业通过代

工和模仿国外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由于企业规模小，

只能在公共研究机构支持下提高技术能力，为跨国公

司提供局部设计、制造等服务。 

4. 韩台经济分化的启示 

韩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台湾经济停滞不前，根本原

因是二者经济发展动力发生的变化。这一动力的根本

来源是自我肯定需求。而认知膜是经济生态系统中实

现平衡与增长二者动态进化增长的根本结构。个体与

组织之间的交换行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协调行为，

都能够在这个框架中得到很好的纳入和解释。基于经

济生态系统的动态性与进化性，政府在认知膜结构的

经济生态系统中的职能应该被重新认识。政府调控与

自由市场的二分法可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实现经济

可持续增长的途径在于政府是否能够在认知膜的框

架下满足国民自我肯定需求、驾驭国家(地区)经济，

实现经济生态系统的平衡与进化发展。 

参与经济活动中的每一个个体与组织组成的经

济体事实上是一个网络生态系统，每一个稳定增长的

经济体是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其微观构成是单个个

体，而个体之间的作用力是通过交换行为在组织中来

实现放大、升级和进化的。这个生态系统的核心问题

是平衡，生态系统增长的目的不是为了增长本身，而

是为了更高层次的平衡来进化式实现个体的需求，经

济生态系统增长的途径在于个体增长动力的合理释

放和组织间利益的合理调控，这对于将政府职能和自

由市场统一到一个框架中来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亚洲四小龙”中其他两个成员，香港与新

加坡也已开始遇到发展瓶颈。新加坡 2012 年经济增

长仅达 1.2%，2013 年经济增长受金融危机后国际市

场需求端小幅改善也预期在 1%~3%内。但是，国际

市场疲软和劳动力成本的升高的威胁在新加坡的经

济生态系统中仍然能够得到短期的消化。在认知膜的

框架中，新加坡国民中的东南亚裔群体的自我认知和

行动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由新加坡

工商联合总会和 DP 资讯集团联合进行的“2012/2013

年全国商业调查”显示，随着东南亚经济的崛起和其

他国际市场的低迷，美国、中国和印度已逐渐失去了

前几年吸引力。在 2011 年的调查中，分别有 22%和

18%的新加坡当地企业有意到中、印两地投资，而这

个比例去年已经滑至 12%和 11%。与此同时，新兴市

场缅甸(24%)、柬埔寨(11%)和菲律宾(9%)都在去年挤

入新加坡企业有意投资的前十个国家之列。新加坡国

民构成的多样性使得其国民认知膜在经济冲击中仍

具有弹性，进而在中短期使得新加坡经济具有持续增

长的动力。 

香港回归后，依靠大陆的力量和早期积累，经济

继续得到发展。到 2013 年，香港经济和社会情绪出

现变化，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大财团开始资产转移，民

间机构开始鼓吹以民主诉求救香港。在自我肯定需求

的框架下，我们应该对这些变化的本质有清醒的认

识：香港自我发展的认知膜基础逐步涣散，持续发展

的动力衰退，持有大量社会财富的财团寡头选择离开

而非背负社会责任，民众进入单纯的“民主诉求即可

换发展”的认识误区。所以，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将依

赖于认知膜的重塑和经济生态系统的重建，依赖于有

责任感的政府对于民众自我认知的再塑造和迫使财

团企业社会责任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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